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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可争议制度研究

常　敏

　　内容提要：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可以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性。但是，保险立法

例对于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性的权利从多个角度附加限制，包括但不限于可争议事

由、可争议期间以及保险人放弃权利等制度设计。保险法有关合同可争议的规范作为强行

法，为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而存在，更为限制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而存在。保险立法例因

为所处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结构体系的差异，保险合同的可争议制度在规范内容和结构、可争

议事由、可争议期间与弃权制度发生作用的空间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国《保险法》第 １６条

对保险合同可争议制度已有体系化的规范安排，但在制度运行的基础和逻辑层面，尤其是有

关可争议期间的制度，是否如同我国学者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借鉴吸收了普通法系的不可争

议条款的立法经验，在比较研究后则多有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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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保险合同可争议制度是指保险人因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而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制度，

具体包括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事由、期间及法律效果等的制度组合。〔１〕 保险合同

可争议制度本为私法自治的产物，首先体现为保险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条款。所有的保险合

同均是可以争议的，在保险业界，保险合同通常会约定超乎人们生活想象的争议保险合同有

效性的条款。世界范围内的保险立法，基于对被保险人利益保护的关注，普遍介入保险合同

当事人拟定可争议条款的过程，限制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空间遂成为常态，从而形

成了保险法上特有的保险合同可争议规范。可争议规范的形成更多地反映并维系着社会公

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和期待利益。保险立法例上的可争议规范成为保险合同可争议制度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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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一般而言，保险合同因为违反法律而无效、因为意思表示瑕疵不成立或者无效、因为保险人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

约定的事由而解除，或者因为违反先契约义务而撤销的，均属于保险合同可争议制度的范围。但本文仅讨论保险

人因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而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制度。



值中枢。

我国《保险法》第１６条为保险合同可争议规范的体系化规定。该条的基本内容可以归

纳为：保险人仅得以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重要事实为由，解除保险合同；前述

解除权，仅能于可争议期间内行使；但是，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知有解除合同的事由，或者

超过可争议期间的，不得解除保险合同。《保险法》第 １６条相比较我国 １９９５年颁布的保险

法，在制度设计上更多地关注了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以多重限制进一步缩小了保险人争议

保险合同有效性的空间，这种制度体系的完备而产生的变化，为我国保险法理论和司法实务

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二　保险合同的可争议条款：自治与强制

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自治空间十分广阔，这是由保险合

同的特性决定的。保险合同为机会性法律行为，分散被保险人的危险为其目的和功能。但

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仅以保险人合理评估风险并选择承担的危险为限。投保人对保

险标的危险情况的如实告知，对保险人评估风险有直接的影响，保险人决定承保以及确定保

险费率，均以投保人告知的真实危险状况为基础。保险合同订立时还有信息不对称的特征，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危险状况最为了解，投保人“逆选择”的心理会助长其隐瞒保险人评估风

险可能不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危险状况，增加了保险人承担责任的概率和风险成本。保

险人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均会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可争议条款，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保险人

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或不承担保险责任。约定可争议条款，与其说是合同当事人基于诚实信

用和私法自治的产物，不如说是保险人管控危险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因为保险业的特

殊发展历程，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为其基本形式，可争议条款的约定更难以真实地反应被保险

人的意思。“每个人都知道，合同的订立并不是关于合同条款的负责任的谈判协商的结

果。”〔２〕这样，作为管控危险的工具被使用的可争议条款，过多地考量了保险人的利益而极

少顾忌被保险人的利益，必首先受到保险制度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保险费和危险负担的

“对价平衡”原则〔３〕的检视。

在这个层面上，世界范围内的保险立法例对于保险合同的可争议条款，始终施加着持续

的关注和影响。保险立法例对可争议条款的审视，不在于应否给予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

而是要确保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空间的合理性。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如实

告知的，若其事实对保险人评估风险不产生影响，允许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对于被保险人

而言，过于苛刻，这不符合诚实信用与对价平衡的原则。保险人能以什么样的事由争议保险

合同的有效性，单纯指望保险公司在合同中加以限定，也是不现实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同

法域的保险立法例，对于保险合同的可争议事由均有规定，以此限定保险人依照合同约定争

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空间。保险立法例对于保险合同的可争议事由，从投保人告知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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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德］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合同法中的自由与强制》，孙宪忠译，载《民商法论丛》（第 ９卷），法律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６１页。
“诚实信用”和“对价平衡”的原则，被称之为保险合同可争议制度的法理基础。见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３３页。



条件、〔４〕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主观过错〔５〕以及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重大性”〔６〕等不同方

面作出规范，形成了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可争议规范。强行法的“目的就在于通过限制当事

人权利和法律行为的类型，或者通过规制基于私法自治而形成的法律关系，从而缩减私法自

治的空间。”〔７〕

关于可争议条款的自治和强制，还有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保险合同约定的可争

议条款，因为保险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曾经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自我矫正”的运动。在

人寿保险领域，合同的可争议成为人寿保险单的信用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保险人

可以随时对保险合同的有效性提出争议，被保险人（受益人）不能不怀疑其最终能否取得保

险给付，在１９世纪后愈加明显，严重制约了人寿保险市场的发展。为了提升社会公众对人

寿保险的信赖，拓展保险市场的发展空间，英国的保险公司自 １９世纪中期自行在人寿保险

单中使用“不可争议条款”。〔８〕 不可争议条款的产生，是人寿保险合同约定可争议条款的一

项重大发展，并非源自于法律的强制。〔９〕 不可争议条款的产生具有两个积极的作用：其一，

为被保险人高度信任保单所能带来的利益提供了保障，经过可争议期间，被保险人（受益

人）所受保险保障是稳定而不可动摇的；其二，消弱了保险人随时争议合同有效性的强势地

位，从而减少诉讼成本的开支。〔１０〕 因为如此，美国的州保险立法才不失时机地跟进，于 ２０

世纪初期将之规定为寿险保单的必要条款，并强制要求人寿保险单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的不

可争议条款。第一个要求寿险合同订入不可争议条款的立法，为美国纽约州１９０６年制定的

阿姆斯特朗法；其后１０年间，约有半数的州都通过了类似的立法。〔１１〕 州法要求保险合同写

入２年不可争议条款的，即使保险合同没有约定此类条款，在保险单签发 ２年后，保险人也

不能对合同的有效性提出争议。〔１２〕

在我国，作为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条款的意思自治始终受到尊重。但是，保险法并没有放

任可争议条款的随意性，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强制的过程。在 １９９５年保险法颁布前，我国

保险公司在合同中约定可争议条款，不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几乎没有约束。但问题

一直存在，保险人基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解除合同的，法律是否应当或者如何对之加以约

·８７·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２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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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除海上保险外，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依赖于保险人的询问；保险人未询问的，投保人不承担如实告知义务，此乃保险

法上的询问告知主义。英美法系判例法以及大陆法系的瑞士、法国、芬兰等国的保险合同法，均规定有询问告知主

义。我国保险法和台湾地区保险法亦同。

例如，大陆法系保险立法例所称投保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英美法系判例法的主流立场认为，被保险人为

“隐瞒”的，当其行为构成对保险人订立合同的“诈欺”或“恶意”时，保险人才能解除合同。

例如，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则具有重大性。

齐晓琨：《论违法合同效力的实质问题》，载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等主编《法治文明与公平正义》，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不可争议条款是人寿保险合同约定的一个同款，基本内容为：在合同成立后被保险人生存至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期

间（１年或者２年）届满，保险人不得以被保险人订立合同时未如实告知为由而否认保险合同的有效性。
十分遗憾的是，身处２１世纪的我国人寿保险业至今在寿险合同的可争议条款方面仍无作为。以前，我国的寿险合
同仅仅拟订有保险合同可争议的内容，并无“不可争议”的内容。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后，寿险合同开始写入“不可
争议”的内容，但基本上是复制我国《保险法》第１６条的规定。很显然，我国的寿险合同约定的“不可争议”之内容，
是因为保险法的强制而写入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Ｙｏｕｎｇ，Ｉｎ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ｂａｌｅＡｓｔｏＷｈａｔ？，１９６４Ｕ．Ｉｌｌ．Ｌ．Ｆ．３２３（１９６４）．
ＲａｌｐｈＷ．Ｈｒａｔｔ，ＴｈｅＩｎ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ｂｌｅＣｌａｕｓｅｉｎＬｉｆ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ｔＮｏｔａ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Ｊｕｄｇｅ
ｍｅｎｔ，７Ｕ．ＮｅｗａｒｋＬ．Ｒｅｖ．１３０（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ＢａｎｋｅｒｓＳｅｃ．ＬｉｆｅＩｎｓ．ｖ．Ｋｉｌｌｉｎｇｓｗｏｒｔｈ，１９５５ＯＫ１６６，２８４Ｐ．２ｄ７３４．



束？１９９５年颁布的《保险法》第１６条〔１３〕的内容虽简单，但迈出了我国保险法限制保险人解

除合同的重要一步。因为学者过多地关注了该条有关“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的描述，

多将之理解为赋予保险人“法定解除权”的规定，〔１４〕保险人依照该条享有十分有利的解约

权，〔１５〕对该条所具有的限制保险人解除权的强行法内容认识不足。但全面审视该条内容，

不难发现，该条虽有赋予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的表述，然其核心内容却是限制保险人

行使保险合同的解除权：保险人解除合同以投保人的“故意”或“过失”为必要，更以未如实

告知的事项限于“重要事实”〔１６〕为条件。前述条文不仅有限制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立法目

的，而且有限制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客观功效。〔１７〕

当然，前述《保险法》第１６条作为限制保险人解除权的规定，因为缺乏约束保险人解除

权的期间限制，受到保险法理论和实务的不断抨击。尤其是，我国的人寿保险业，作为长期

的险种，已经出现“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借口投保人告知不实，不愿承担责任，故意为

难，拒付保险金等”等乱象，危害被保险人应有的保障，也不利于我国人寿保险业的发展，呼

吁立法增设合同不可争议的规范。〔１８〕 人民法院在司法实务中，也迫切感受到保险法的前述

条文因为缺乏可争议期间的规定，不能有效地平衡因为随时解除合同而形成的被保险人不

受保护的利益失衡局面。综合各种因素的评估，２００９年第２次修订保险法时增加规定了保

险合同的“可争议期间”和“弃权”制度，并相应限缩了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主观过错类型以

及可争议事由的范围，使得我国《保险法》第 １６条关于保险合同的可争议规范的面貌有了

较为彻底的改观，更加清晰地展示了其作为强行法的特征。

强行法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得违反的法律规范。当保险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条款与

强行法不同，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我国保险法对此没有规定。在我国私法理论和实务上，

依照强行法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效力的影响程度的差异，将强行法区分为“管理性规范”与

“效力性规范”，“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

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１９〕依照上述逻辑，不论《保险法》第１６条为

效力性规范还是管理性规范，都会发生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条款是否无效的问题。

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是，我国民法对于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并没有提供区分标准，判

断《保险法》第１６条的规范性质就成为问题。已有学者对我国有关强行法区分为管理性规

范和效力性规范并进而决定法律行为效力的学说提出质疑，批评其为法律实证主义的僵硬

态度，因为这种区分过于关注法律规范的表面性质。〔２０〕 当我们在审视保险合同约定的可争

议条款的内容时，并不会当然涉及该条款“无效”的问题，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成立的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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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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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第２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
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

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参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４９页；温世扬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１６８页。
陈之楚：《不可抗辩条款在我国寿险合同中的应用》，《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参见李玉泉：《保险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８页。
１９９５年《保险法》生效后，我国保险公司开始在合同中写入该法第１６条规定的内容，对保险公司拟定可争议条款产
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徐晓棠等：《保险呼唤不可抗辩条款》，《华南金融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２００９年７月）。
参见齐晓琨：《论违法合同效力的实质问题》，载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等主编《法治文明与公平正义》，第 ３１２－
３１３页。



可争议条款，仅仅因为不符合保险法上的可争议规范就断定其无效，缺乏说服力。同时我们

注意到，保险法上的合同可争议规范的目的，在于限制保险人的解除权，而不在于排除保险

人的解除权，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条款违反保险法上的可争议规范，并不影响保险人合同解除

权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以管理性规范或效力性规范限定《保险法》第 １６条的强行法性

质，并进而决定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条款的效力，无疑人为地增加了处理此等问题的复杂程

度。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９３２条规定，第１８９２条〔２１〕的规定“如果不是更有利于被保险人，则

不得违反。违反上述规定的不利于被保险人的条款，将被相应的法律规定所替代”。〔２２〕 同

时考虑到，不可争议规范的基本目的在于限制保险人的解除权，保险人的解除权基础〔２３〕为

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条款，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条款的效力应当得到尊重。因此，保险合同约定

的可争议条款，并不因违反保险法上的可争议规范而无效；保险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条款违反

保险法上的可争议规范，若其约定更有利于被保险人，则依照其约定；反之，则以保险法的相

应规定取代合同条款约定的相应内容。

我国《保险法》第１６条的规定为强行法，至少表明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得以任何理

由进行规避，例如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可争议期间、弃权等约定，不得

违反其相应规定。同时也表明，强行法在限制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时，势必为保护被保险

人的利益而特别设计，均属于法律中的特别规定，依照我国《立法法》第 ８４条〔２４〕的规定，不

受“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限制，《保险法》第１６条应当无条件地适用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

前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成立于保险法施行前，保险法施行后，保险人以投保人未履行

如实告知义务或者申报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的，适用保险法的规定。”〔２５〕

三　保险合同的可争议事由

保险立法例对可争议事由的基本价值判断为：投保人故意或过失为重要事实的未如实

告知。保险合同的可争议事由，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在主观上，投保人未如实告知

的，是否应当以其存在主观上的过错为条件，保险立法例有不同的规定。在不同的法域，投

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主观过错，因为描述投保人行为的用语和法律环境的差异，存在很大的差

异。在客观上，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仅以重要事实为限，但保险立法例对于重要事实

的取舍或判断基准，亦有不同。

（一）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过错

在英美法上，通常用“隐瞒”和“不实陈述”来概括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行为。构成“隐

瞒”的，投保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一般为“故意”，但也包括“非故意”的未将有关事实告知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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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２００９］１２号）第４条。



人的情形，不论投保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隐瞒”，法院在实务上则是以投保人构成“诈欺”来

定性“隐瞒”的。构成“不实陈述”的，通常并不考虑投保人是否有诈欺的意图。〔２６〕 在英美

保险法上，诈欺意味着行为人以不真实的信息对意思表示相对人的误导，至于行为人有无误

导相对人的故意或过失，不属于应当考虑的因素；故英美保险法并不存在大陆法系用以描述

投保人的主观过错的“故意”或者“过失”这样的制度体系，而是以投保人的未如实告知在事

实上对保险人的误导作为判断依据的。

在大陆法系，行为人的过错构成其行为可归责性的要件，为自己责任原则的核心要素。

投保人未如实告知重要事实的，保险人仅得以投保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

性。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基本形态。在德国法上，投保人未告知

或者不实告知保险人重要事实无过失的，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２７〕 德国保险法以投保

人未如实告知“无过失”排除保险人争议合同有效性的权利，相应地则以投保人的过错，作

为保险人争议合同有效性的主观事由，包括投保人的故意和过失；至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

行为如何，在所不问。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６４条以“故意”或者“过失”限定可争议保

险合同的主观事由，但其区分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行为类型，分别以故意或者过失加以限

定，有别于德国保险法的规定。对于隐匿和不实告知行为，以投保人的故意为必要；对于遗

漏，则以投保人的过失为必要。〔２８〕 在意大利、日本和韩国，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保险人才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因为投保人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未如实告知的，保

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２９〕

我国保险法有关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主观过错之规定，前后的立场有所不同。１９９５年

保险法强调，投保人的故意或者过失在确定可争议事由时具有意义：就投保人的隐瞒行为而

言，以投保人有故意为必要；投保人隐瞒以外的其他未如实告知的行为，则以投保人有过失

为必要。〔３０〕 如此规定，与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６４条如出一辙。但是，２００９年修订后

的保险法，对于投保人的主观过错做了较为明显的调整，不论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行为方式

如何，仅在投保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保险人才能解除保险合同。〔３１〕 这样规

定更有利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我国《保险法》第 １６条有关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过错的

规定，只承认投保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与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等保险立法例相同。如此规

定至少表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时没有过失，或者仅有一般过失或轻过失的，保险人不得解

除合同。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对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负有

举证责任。

这里还应当注意一个问题。保险立法例对投保人的主观过错的限制性规定，并不妨碍

保险合同约定具有特色的可争议条款。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条款就投保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所

为表述，与保险法限定的投保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不同的，应当以保险法的规定取代合同约定

的相应内容，但合同约定的内容更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应从其约定。例如，保险合同若仅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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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Ｆ．Ｄｏｏｂｙ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Ｗｅｓ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１９８１），ｐｐ．１４４－１４９．
参见德国《保险契约法》第１６条第３款和第１７条第２款。
参见汪信君、廖世昌：《保险法理论与实务》，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８页。
参见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８９２条、日本《商法》第６４４条、韩国《商法典》第６５１条。
参见１９９５年《保险法》第１７条第２款。
参见《保险法》第１６条第２款。依照相同的机理，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而拒绝承担保险
责任的，亦以投保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为必要，参见《保险法》第１６条第４款和第５款。



定投保人故意未如实告知，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时，保险人则不得再以《保险法》第 １６条规

定的“重大过失”作为解除合同的事由。

（二）未如实告知的重大性

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对保险人承担如实告知的义务。投保人不告知、虚伪告知或

者告知不完整（遗漏）等，表明投保人对于应当告知的事实做出了不真实的陈述，本文将其

统称为“未如实告知”。前已言之，保险立法例对于不同形式的未如实告知，作为可争议事

由，对投保人提出了故意或者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要求。但这并不充分，因为诚实信用和

对价平衡的原则，对于投保人的未如实告知还提出了“重大性”的要求，符合重大性要求的

未如实告知，才能作为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事由。未如实告知的重大性，是指投保人对重

要事实的陈述不真实。保险立法例几乎一致的立场是，投保人为重要事实的未如实告知，保

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相对应而言，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若其内容非为重要事实，保险

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何为重要事实？重要事实是指“估计危险的事实”，即影响保险人对

于承保的危险进行评估或估计的事实。

保险立法例对于估计危险的事实所为规定，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３２〕 在英美保险法

上，就海上保险而言，重要事实为“凡能影响谨慎的保险人确定保险费的事项，以及决定是

否承保的事项”；〔３３〕就其他保险而言，投保人“隐瞒”的事实，限于重要事实，是指“那些影响

特定的保险人决定据此签发保单或者据此以特定的保险费水平签发保单的事实”；〔３４〕但投

保人“不实陈述”的事项，则应当具有“重要性”，即诱使谨慎的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不实

陈述，如果没有这个陈述，保险人将拒绝承保或者收取较高的保险费。〔３５〕 不论描述“重要事

实”的用语有何变化，英美保险法上的“不实陈述”的“重要性”只不过是重要事实的另一种

表述方式，因为投保人“不实陈述”的事项，与保险人是否订立保险合同或者决定特定的保

险费率相关。在大陆法系的保险立法例上，因为成文法的概念抽象性的要求，对重要事实也

有类似的表述。一类立法例将重要事实与保险人订立合同或决定保险费率相关联，例如，德

国法将重要事实表述为“对保险人订立契约或者决定契约内容产生影响的危险情况”，〔３６〕意

大利法将之称为“保险人如果知道真相即不会同意给予同样条件的”的事实。〔３７〕 我国《保

险法》第１６条第２款将重要事实限定为“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

费率的”事实，与前述立法例在表述方式上相同。另一类立法例则将重要事实直接与保险

人评估风险相关联，例如，我国澳门商法将重要事实表述为“能影响风险评估的一切

情况”，〔３８〕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将之概括为“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人对于危险之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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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究竟应当以何人的认知作为判断重要事实的标准，在学理和司法实务上存在“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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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５－４０页。
参见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１８条第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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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Ｆ．Ｄｏｏｂｙ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ｐ．１５０．
参见德国《保险契约法》第１６条第１款。
参见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８９２条第１款。
参见我国澳门《商法典》第９７３条第１款。



者”。〔３９〕 除上述以外，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询问的事项，在不同法域，都是被推定为“重要事

实”的。例如，我国澳门《商法典》第 ９７３条第 ２款规定，“如保险人向投保人交付问卷以便

投保人填写，则推定调查表所载情况对风险评估有影响。”

我国保险法对“重要事实”的表述，在法律修订过程中是有所变化的。有学者认为，

２００２年《保险法》第１７条将未如实告知区分为“故意隐瞒事实、不如实告知和因过失未履行

如实告知义务两类。就前者而言，其构成要件是具有欺诈意图和行为虚伪，但对于蓄意的隐

瞒并未要求具有重大性；而后者的构成要件则干脆少了‘重大性’。……修订后的《保险法》

在第１６条中引入了‘重大性’标准。这一规定在客观上减轻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有助于

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真正受到损害的被保险人能够及时获得救助。”〔４０〕如果对比 ２００２年《保

险法》第１７条第２款和２００９年修订后的《保险法》第 １６条第 ２款，并不能得出 ２００２年《保

险法》对于未如实告知没有“重大性”要求的结论，更无法得出对于未如实告知的“重大性”

要求是我国２００９年《保险法》新引入制度的结论。

我国１９９５年颁布的保险法及其后两次修订的保险法，虽然没有使用“重要事实”这一

术语，但其制度构成均十分清晰地表达了“重要事实”在评价未如实告知的法律效果方面存

在的必要性。２００２年《保险法》第１７条第２款所称“故意隐瞒”的事实，仅限于第 １６条第 １

款项下保险人询问的事实，即推定的重要事实；该款后段所称“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

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事实，本身就是重要事实。〔４１〕 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询问

投保人的事项，与保险人决定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事实，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保

险人询问的事项，并不一定会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故推定的重

要事实与重要事实的内涵与外延会有所不同。为了切实贯彻诚实信用和对价平衡的原则，

更好地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２００９年修订后的《保险法》第 １６条第 ２款将重要事实统称为

“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事实。〔４２〕

当保险立法例采用“询问告知主义”立场时，重要事实首先表现为推定的重要事实，以

保险人询问的事项为限。保险人的询问限定了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保险人在

订立保险合同时所为询问，直接效果在于“激活”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签发保险单

以前，保险人没有询问的，投保人以诚实信用推定保险人已知所有的必要情况，没有义务将

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重要情况告知保险人。〔４３〕 在保险人询问的事项中，凡属估计危险的

事实，均为重要事实；与之相对应，保险人未询问的事项，不论该事项是否为估计危险的事

实，均被排除于重要事实之外。因此，重要事实是保险人询问的估计危险的事实。投保人在

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人询问以外的事项未如实告知，即使该事实在性质上构成估计危

险的事实，保险人亦不得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对保险合同的有效性提出争议。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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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参见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６４条第２款。
胡晓珂：《保险法二次修订之理念与路径选择》，《法商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参见李玉泉：《保险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８－５９页。
但是，我国《保险法》第１６条对于不真实陈述的“重大性”的改革并不彻底，仍然有所疏漏。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
险人以投保人故意未如实告知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仍以推定的重要事实为必要，即投保人对于保险人询问的

事项未如实告知的，仅考虑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故意，至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实是否影响保险人评估承保风

险或者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有影响，在所不问。参见《保险法》第１６条第４款。
ＪｏｈｎＦ．Ｄｏｏｂｙ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ｐ．１４７．



四　保险合同的可争议期间

保险合同的可争议期间是保险合同可争议制度的构成要素，原本属于合同当事人意思

自治的内容。因为保险法上的可争议规范的介入，保险人以格式条款滥用其争议保险合同

的优势地位的空间（例如，不约定争议期间或者约定不合理的争议期间）受到了限制。保险

法上的可争议规范规定的可争议期间，称之为“可争议法定期间”。保险合同约定的可争议

期间依照具体险种的性质与目的，可以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变通，但期间的起算和长短不

得超过“可争议法定期间”。

（一）保险立法例上的可争议期间

可争议法定期间在保险立法例上表现为两种形式：短期可争议期间和长期可争议期间。

短期可争议期间以保险人已知投保人为重要事实的未如实告知为条件，长期可争议期间则

以保险合同的成立为条件。

有的保险立法例仅规定有短期可争议期间。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 １８９２条规定，保
险人自知道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为不正确申明或不告知之日起 ３个月内，未对保险合同
表示异议的，丧失异议权。我国澳门《商法典》第 ９７４条规定，保险人于知悉投保人故意不
告知或不正确告知之日起１个月内不为撤销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则丧失撤销保险合同的
权利；第９７５条规定，若投保人非故意的不告知或不正确告知，保险人在知其事实后 ２个月
内可以解除保险合同或提议投保人支付新保险费。有的保险立法例则同时规定有短期可争

议期间和长期可争议期间。例如，１８９９年颁布的、后经多次修改的日本《商法》第 ６４４条规
定：投保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为重要事实的未如实告知，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但自保险人

知其事实后１个月内不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的，其解除权消灭；自合同订立时起经过 ５年
的，亦同。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６４条第 ３款规定，保险人基于投保人违反“据实说明
义务”而享有的“解除契约权”，“自保险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后经过 １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或
契约订立后经过２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约”。在英美法系，并不存在与大
陆法系保险立法例规定的适用于所有保险合同的可争议法定期间相同或者类似的制度，短

期可争议期间依照判例法上的“弃权”规则，由法官依照个案确定，成文法仅有适用于人身

保险的长期可争议期间的规定；〔４４〕例如美国各州的保险法对于人身保险均规定有“自保险

单签发之日起２年”的可争议期间。
我国《保险法》第１６条第３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

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

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从法律规范的形式和

内容上看，我国保险法与大陆法系的许多保险立法例几近相同，不仅有短期可争议期间的规

定，而且有长期可争议期间的规定，只是在期间计算的长短上有所不同。

（二）可争议期间与除斥期间

我国保险法规定的可争议法定期间是否为除斥期间？目前，在我国保险法理论上，有将

《保险法》第１６条第３款规定的“可争议期间”定性为除斥期间的；〔４５〕有将之定性为除斥期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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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５０页；温世扬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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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但却与英美法上的“不可争议条款”相联系，试图找寻“可争议期间”存在的制度性基

础；〔４６〕也有将之直接等同于英美法上的“不可争议期间”的，只字不提除斥期间。〔４７〕

除斥期间为大陆法系民法上的一种“期间”制度。除斥期间是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意

定的权利存续期间，经过该期间，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其权利消灭。除斥期间在我国民法

上适用于“形成权”，但它却是一个不变期间，当事人不得以其意思表示对该期间进行延长，

该期间也不会发生中止或中断的现象。除斥期间的完成，将确定的发生权利消灭的效果。

《保险法》第１６条规定的可争议期间完成，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将确定地归于消灭，此与

我国民法关于除斥期间的制度相吻合。

从民法除斥期间的效果上看，权利人的权利因为期间经过而消灭，与英美法上的权利人

因为“弃权”或“禁止反言”而失权的效果并无二致，但二者在权利消灭的基础上却有所不

同。依照大陆法系民法，保险人的解除权因为除斥期间完成而消灭的，并不取决于保险人是

否有放弃权利的明示或默示的意思，仅因期间的完成就发生权利消灭的效果；而依照英美法

上的“弃权”或“禁止反言”规则，保险人因为可争议期间的完成，解除合同的权利消灭，其依

据是保险人有放弃或者禁止反言的明示或者默示的意思，诸如将不可争议条款写入保险合

同。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保险法规定的可争议期间，因为不依赖于“弃权”或“禁止反言”而

独立发生效果，当为除斥期间，与英美法上本属“弃权”和“禁止反言”制度的“不可争议期

间”相比较，性质不同。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国保险法理论将“可争议期间”定性为除斥期间，事实上还受到

了居于强势地位的民法学有关除斥期间的理论的影响以及理解大陆法系民法体系化的期间

制度的惯性思维的支配。〔４８〕 同时，我国保险法规定的可争议期间，作为除斥期间，更是完善

和推进我国民法上的除斥期间制度发展的历史必然。因为合同法已经构建了解除权消灭的

除斥期间制度，〔４９〕这一制度体系是完整的，足以包容保险法有关限制保险人解除权的期间

制度，《保险法》第１６条在修订时增加规定的可争议法定期间，只不过是将合同法的除斥期

间，以特别法的形式加以落实而已。总之，２００９年修订保险法时规定的短期和长期可争议

法定期间，是我国民法上的除斥期间制度在保险法上的自然延伸，而非引入什么新规则。

（三）可争议期间与普通法上的不可争议条款

在第二次修订保险法的过程中，因为过多地检讨了１９９５年保险法欠缺限制保险人解除

权的可争议期间的规定，同时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普通法国家的人寿保险单自行成长的“不

可争议条款”所内含的２年不可争议期间，以致不少人将我国《保险法》第 １６条第 ３款规定

的“可争议法定期间”与普通法上的不可争议条款相联系，〔５０〕甚至认为第 １６条第 ３款借鉴

了普通法上的不可争议条款。〔５１〕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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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学生：《论不可抗辩规则———我国〈保险法〉第 １６条第 ３款之解析》，《保险法评论》（第 ３卷），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版。
参见梁鹏：《保险法修改中的不可争条款》，《保险法评论》（第２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在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可争议期间，理论和实务均将之归类为“除斥期间”，少有人从除斥期间的制度体系之外审视

其性质。参见刘宗荣：《保险法》，三民书局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２８页；梁宇贤：《保险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１６９页。
我国《合同法》第９５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参见刘学生：《论不可抗辩规则———我国〈保险法〉第１６条第３款之解析》，《保险法评论》（第３卷）。
参见梁鹏：《借鉴而来的错误—新增订不可控辩条款存在的问题》，《中国保险报》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



大陆法系民法的除斥期间，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发展变化向来是自成体系的，我国亦然。

保险立法例上以除斥期间呈现的可争议期间，自然应当遵循除斥期间的基本制度构造。普

通法上并不存在大陆法系民法所概括的除斥期间制度，不可争议条款虽是一个相对年轻的

制度，但在制度结构上与大陆法系民法上的除斥期间不同。不可争议条款仅是保险业自身

为了消除社会公众对保险业的疑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用的一种合同条款，〔５２〕适用于

人寿保险等保险合同，仅仅是普通法上特有的“弃权”和“禁止反言”制度的组成部分。〔５３〕

除斥期间与不可争议条款无法相提并论，相互的影响也十分有限。有学者认为，“美国关于

不可争议条款的立法影响了许多国家，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不可争议条款”，并列

举了日本《商法》第６４４条、我国澳门《商法典》第 １０４１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６４

条。〔５４〕 不可争议条款产生于英国，但其成文法的发展则在美国，美国各州围绕不可争议条

款的立法，是否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保险立法例（尤其是大陆法系的保险立法例），似乎没

有事实能够证实。

我国《保险法》第１６条规定的可争议期间，除了承继我国合同法关于除斥期间的制度

结构外，更有短期和长期可争议期间的区分，并适用于所有的保险合同，更不专门针对人寿

险保单。这些内容，均是普通法上的不可争议条款不具有甚至排斥的内容。不可争议条款

有其特定的适用场景，其发展之初仅以人寿保险为限，许多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也采用不可

争议条款，但是团体人寿保险是不适用不可争议条款的。〔５５〕 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采用不可

争议条款的，许多州的立法接受美国保险全国联合会（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１９５０年制定的《统一个人意外伤害与健康保险单条款法》（ｔｈ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ｄ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Ｌａｗ），适用保单签发之日的３年可争议期间，有

些州将之缩短为２年。〔５６〕 不同的州法院对于保险人不受不可争议条款约束的“例外”判例

或立场，差别更是巨大。〔５７〕 于此情形下，我国２００９年修订保险法时又是借鉴美国哪个州的

保险立法呢？事实上，我国《保险法》第 １６条根本就没有而且没有必要借鉴英美法上的不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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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文娟：《不可控辩条款之“不争期间”性质辨析》，《晋中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８３页。
英国伦敦无争议寿险公司于 １８４８年在保单中声明放弃以任何理由作为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权利。英国寿险公
司这一创新观念在保险人中被评价为是“保险保证学说”的超技术应用，是保险人对社会公众的信用保证。随后，

美国曼哈顿寿险公司于１８６４年率先在保险条款中引进了不可争议条款。不久后发生的美国南北战争，使美国经济
萧条，导致大量保险人破产。在此政治经济环境下，保险业者为向公众显示保险业经营的诚信品质和寿险产品的

可信赖程度，在保险合同自由竞争过程中，各寿险公司纷纷选择采用不可争议条款。至１８７０年后，不可争议条款亦
被美国寿险市场广泛采用，成为寿险保单的标准条款。参见陈之楚：《不可抗辩条款在我国寿险合同中的应用》，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参见梁鹏：《保险人抗辩权限制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３１０页。该书作者所引证的立法例，
均为大陆法系的成文法，有其固有的规范形成路径和体系，在内容上完全不同于美国有关不可争议条款的州立法，

仅有“可争议期间”的形式上的相似。这些立法例甚至都没有显示出丁点借鉴美国有关不可争议条款的州立法的

痕迹。

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Ａｂｒａｈａｍ，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１９９０），ｐ．３３２．
Ｊ．ＲｏｎＳｔｅｇａｌｌ，Ｊｒ．，Ｌｅｇ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ｉｓｉｎｇｉ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ｉｍｅＬｉｍｉｔｏ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４６Ｔｏｒｔ＆Ｉｎｓ．
Ｌ．Ｊ．７３（２０１１）．
例如，对于人寿保险的冒名诈欺，绝大多数州郡将之作为不可争议条款适用的例外，并有扩张适用的趋势。但是，

加州最高法院则采取保守的立场，不承认冒名诈欺的适用例外，因为“不可争议条款要求保险人在签发保险单之前

或者在其后的２年期间内应当对诈欺进行调查”，而保险人只顾收取保费直至被保险人死亡都没有进行相应的调
查。参见 ＡｍｅｘＬｉｆ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ｖ．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Ｃｏｕｒｔ，９３０Ｐ．２ｄ１２６４（Ｃａｌ．１９９７）。加州保险法也相应地对冒名诈欺的
适用例外作出了限定，参见 Ｃａｌ．Ｉｎｓ．Ｃｏｄｅ§１０１１３．５。另外，在意外伤害和健康保险领域，不可争议条款的适用例
外，情形要比人寿保险更为复杂。



可争议条款，我国《保险法》第１６条规定的内容，连美国有关不可争议条款的州立法的影子

都见不到。将我国保险法规定的可争议期间，与普通法上的不可争议条款相联系，在立法上

缺乏事实依据，在法律解释上陷入方法论错误。

以普通法上的不可争议条款，审视我国《保险法》第 １６条规定的可争议期间，会产生许

多不应有的混乱。在保险法的第二次修订过程中，有学者怀揣我国保险法借鉴普通法上的

不可争议条款的心理暗示，接受了《保险法》第 １６条借鉴普通法上的不可争议条款的假象。

把两个结构体系不同的制度进行比较，肯定会出现“排异”现象。有人提出，我国《保险法》

第１６条规定的可争议期间，显系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６４条第 ３款的规定，而第

６４条第３款又在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的过程中存在错误；该条规定适用于财产保险、可争

议期间自合同成立时起算、以及没有任何例外的 ２年可争议期间，都是错误的借鉴。〔５８〕 还

有不少文章在讨论我国《保险法》第 １６条第 ３款时，声称第 １６条引进了“不可争议条款”，

并以“不可争议条款”作为参照系，分析第 １６条第 ３款存在的不足以及应当采取的改进措

施。〔５９〕 我国《保险法》第１６条第３款未借鉴普通法上的不可争议条款，以“不可争议条款”

对我国保险法规定的可争议期间品头论足，实在是毫无意义。〔６０〕

（四）可争议期间完成的效果

可争议期间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排除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性的机会，故可争议

期间完成的，不论在普通法抑或大陆法上，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归于消灭。但是，仍

有两个被学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值得研究：

其一，保险事故发生在可争议期间，但被保险人嗣可争议期间完成后，始向保险人请求

承担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可否以投保人故意或过失未如实告知重要事实为由，主张解除保险

合同或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在美国，因为不可争议条款适用于人寿保险，而且条款的内容均

含有可争议期间完成前被保险人“生存”这样一个基本条件，如果在可争议期间内，被保险

人死亡的，不可争议条款的适用条件丧失，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性，不受不可争议条

款的约束。“如果在法定的１年或２年期间结束前死亡的，不可争议条款不产生效力，而且

保险人在此后任何时间内，对基于保险单提起的诉讼均可进行抗辩。”〔６１〕我国《保险法》第

１６条对于保险事故发生在可争议期间的后果未作规定，但并不表明可争议期间完成后，保

险人就不能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解除合同或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可争议期间作为除斥期

间，不允许保险人在可争议期间完成后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合同或拒绝承担保险

责任，目的在于保障被保险人预期的合理期待：基于保险合同承保的不确定危险的发生而享

有的合同利益，在可争议期间完成后，不因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而受任何影响。被保险人预期

的合理期待的基础正是保险合同承保的不确定危险，在可争议期间完成前尚未发生。保险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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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参见梁鹏：《借鉴而来的错误—新增订不可控辩条款存在的问题》，《中国保险报》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
参见贺克玲：《评新〈保险法〉新增不可抗辩条款的修法价值与建议》，《金融发展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７期；罗秀兰：《论
保险法上的不可抗辩条款及其修订》，《法学杂志》２００９年第 １２期；任以顺、刘宝琳：《新〈保险法〉不可抗辩条款之
立法不足与完善建议》，《上海保险》２０１０年第５期；刘子操：《不可抗辩条款存在的缺陷与弥补措施》，《上海保险》
２０１０年第７期。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保险法没有吸收和借鉴普通法上的不可争议条款，并不表明我国的人寿保险公司在开发设计

寿险保单条款时不能借鉴美国法上的不可争议条款。保险合同的自治属性允许保险公司在可争议条款中引入美

国人寿保险公司普遍使用的“不可争议条款”的内容，只要其引入符合我国《保险法》第 １６条的规定或者更有利于
被保险人的利益。

ＪｏｈｎＦ．Ｄｏｏｂｙ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ｐ．１６５．



事故如果发生于可争议期间完成前，保险合同承保的危险已经发生，可争议期间保障被保险

人预期的合理期待的基础丧失，仍然禁止保险人在可争议期间完成后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

性，缺少正当性。何况，因为保险事故发生于可争议期间完成前，被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投

保人未如实告知将对其合理期待产生的影响，仍给予被保险人此时的合理期待与其预期的

合理期待相同的保护，无异于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而提前享受了可争议期间完成

的利益，不符合可争议期间的制度目的，更会诱发被保险人不当利用可争议期间完成以获得

不合理给付的道德危险，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因此，保险事故发生于可争议期间内，被保险

人在其后任何时间向保险人索赔的，保险人均得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合同或拒绝

承担保险责任。

其二，可争议期间完成后，保险人发现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有未如实告知以外的其

他欺诈保险人的行为的，保险人是否可以对保险合同的有效性提出争议？在美国，因为不可

争议条款给予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约定的利益所产生的合理期待以

更强的信心保障，除条款已经写明的投保人未交纳保险费外，经过 ２年可争议期间，人寿保
险合同的有效性似乎不容置疑。在许多州，可争议期间完成，保险人不得以被保险人的“隐

瞒”或“不实陈述”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性，也不得以被保险人违反条件或保证争议保险合

同的有效性，〔６２〕这必然引发相当多的案型涉及不可争议条款的适用问题。因为冒名诈欺而

引发的争议，最为典型。冒名者以被保险人的名义接受体检并申请保险，被保险人没有签署

寿险申请，只是被写在了保险单上，法院以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欠缺意思表示一致保险合同不

成立为由，判决保险人不受不可争议条款的约束。〔６３〕 在后来发生的一些案件中，有些法院

对冒名诈欺的适用例外予以扩展，认为只要有冒名体检的情形，保险人就可解除保险合

同。〔６４〕 更有法院认为，即使被保险人申请投保并签署了投保书，但被保险人阻截邮寄给其

指明的医生的邮件、虚报健康信息并伪造医生签名的，保险人亦不受不可争议条款的约

束。〔６５〕 总体而言，可争议期间完成后，保险人仍得以保险合同的不成立或者无效、合同约定

的除外责任为由，对抗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保险给付请求。然而在我国，因为《保险法》

第１６条规定的可争议期间被限定适用于投保人的未如实告知，故不会存在美国法上曾经发
生的如此多的疑问。当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有未如实告知以外的其他欺诈保险人的

行为〔６６〕的，例如雇佣冒名者从事体检或代订保险合同，因为并不涉及投保人的未如实告知，

保险人仍可以独立的保险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为由，对抗被保险人的给付请求，这与保险法

规定的可争议期间完成与否不发生关系。

五　保险合同的可争议与保险弃权

保险合同可争议制度与保险人的“弃权”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普通法国家，弃权和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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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６３〕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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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Ｆ．Ｄｏｏｂｙ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ｐ．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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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有相同或类似效果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无保险利益、未交纳保险费、违反保证条款、违反危险增加的通知义

务、合同约定的除外责任等影响保险合同的有效性或保险人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事由。



禁止反言本身就是限制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强力措施。保险人通过使用复杂的保

单语言以及设计苛刻的保险条款而获得了过度且不合理的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便利，被

保险人在保险人享受这些便利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其对保险合同约定的利益具有的合

理期待受到威胁，普通法国家的法院则以弃权与禁止反言缩减保险人享有的过度且不合理

的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便利，以保护被保险人对合同利益的合理期待，维持和增强社会公

众对保险业的信心。〔６７〕 弃权和禁止反言在普通法上是不同的，但在保险法上，法官总是以

各自的观点利用弃权或禁止反言，在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场合，经常是不作严格区分的。〔６８〕

保险合同均为可争议的合同，在普通法国家，投保人未如实告知，除不可争议条款阻止保险

人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性外，弃权和禁止反言在阻止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性方面更

是价值明显。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已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仍然签发保险单；或者在

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已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继续收取保险费的，均因为弃权而不得对

保险合同的有效性提出争议。弃权和禁止反言在英美法上发挥着强行法的功能，对保险合

同可争议制度的方方面面均有适用，而事实上，英美法上的“不可争议条款”及其相关的制

度设计，更无法离开弃权和禁止反言这一制度基础。

但在大陆法国家，因为并不存在普通法基于判例法形成和发展的弃权与禁止反言制度

体系，成文法也缺乏能够等同于普通法上的弃权与禁止反言的制度构造。在保险合同可争

议制度方面，限制保险人的解除权主要是通过除斥期间等制度来实现的。保险人争议保险

合同有效性的权利，在除斥期间经过后归于消灭。然而，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知投

保人未如实告知、或者在合同成立后已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而此时除斥期间尚未开始或者

完成，对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性之权利会否产生影响？大陆法系的保险立法例对此

保持沉默的，不在少数。这种现象说明，利用除斥期间约束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作

用是有限的，对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合同利益是不充分的。当然，在除斥期间完成之前，保险

人的合同解除权是否因保险人自己的行为而“丧失”，有必要在法律上作出特别规定。有保

险立法例对此做出了规定。例如，日本《商法》第６４４条第１款规定，投保人因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未如实告知重要事实，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但是，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该事实的，

不在此限。〔６９〕 如此规定，可以在除斥期间不能完全阻止保险人解除合同的缝隙中，发挥限

缩保险人解除合同的空间的作用，具有相当于普通法上的弃权的某些效果，但其制度基础并

非保险人权利的放弃，制度结构也难说完整。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

实，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在解释论上则有“缔约过失相抵论”、〔７０〕“投保人告知义务免

除论”〔７１〕等见解。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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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Ｆ．Ｄｏｏｂｙ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ｐｐ．１７２－１７３．
ＥｄｗｉｎＷ．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１９５７），ｐ．４９４．
该条所称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的事实，为投保人订立合同时，应当告知的重要事实。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的事实，

限于估计危险的事实本身，而非投保人的未如实告知行为。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对此未作类似于日本商法的规

定，但理论和实务依照“保险法”第６２条的解释认为，对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的事实，即使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
人也不得解除合同。

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犯有“缔结契约的过失”应受惩罚，然而保险人知道或者应知这些事实时，同样犯有“缔结契

约之过失”，“两者相抵，故保险人解除契约之权应受剥夺，此乃依保险契约法理推论之结果。”江朝国：《保险法基础

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３２页。
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的事实，并不影响保险人评估风险，投保人对此免于承担如实告知义务，即使投保人未如实告

知，保险人也不得解除合同。参见梁宇贤：《保险法新论》（修订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２页。



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但保险人已知其事实的，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是否会相应消

灭？这个问题，在我国保险法的制度构造上，曾经是一个不小的问题。２００９年修订前的保

险法，对此没有任何规定。理论上，早就有人主张建立和完善我国保险法上的“弃权制度”

来弥补成文法上的漏洞；〔７２〕学界也不断有人提起借鉴和吸收普通法上的弃权和禁止反言规

则。在司法实务上，个案判决则探索性地运用了弃权与禁止反言规则，“保险合同作为最大

诚信合同，对保险人的要求是‘弃权与禁止反言’，弃权即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放弃他在保

险合同中享有的相关权利；禁止反言指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既然已经放弃根据保险合同而

享有的某种权利，将来则不允许反悔再向对方主张这种已放弃的权利。”〔７３〕因为学说的推动

和司法实务的应用，修订后的保险法借鉴吸收了普通法上的弃权和禁止反言规则的经验，规

定了具有我国特色的“保险弃权”的雏形。《保险法》第１６条第６款规定：“保险人在合同订

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

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国保险法引入保险弃权制度，不影响我国私法所

确立的除斥期间制度具有的功能，与除斥期间制度形成互补的关系；弃权制度在强制保险合

同的可争议事项上，仅仅是辅助性的制度设计，在除斥期间制度无法限缩保险人解除合同的

空间的缝隙中，发挥限制保险人解除权的作用。

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保险人以某种方式（明示或者默示）使被保险人相信保险合同是

不可争议的，则保险人不得再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保险合同。这是保险弃权制度

的核心价值。《保险法》第１６条第６款规定的弃权构成，在法条中所包括的要素是可以做如

上的解释的。但要注意的是，第１６条第 ６款项下的弃权制度，是我国保险法引入保险弃权

制度过程中的雏形，功能并不完整，适用场景有限。保险人解除权的丧失，仅以保险人订立

合同时“知道”或者“明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形为限，既不包括保险人因为过失而未知

（应当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形，也不包括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后“知道”或者“明

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形。

我国保险法已有保险弃权限制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雏形，则其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将

是可以期待的，完善后的弃权制度限缩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功能将更全面：（１）保险人订立

合同时，因为过失而未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保险人亦不得解除合同。因为保险人在订立

保险合同前，对投保人告知的事实应当予以调查，保险人怠于调查而不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

的，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的行为足以使投保人相信，保险人已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

实，且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实并没有误导保险人订立合同或确定保险费率，则保险单的有

效性不受争议，保险人已经放弃了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权利。〔７４〕 （２）在保险合同成立后，

保险人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仍然继续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或者通知投保人增收保险

费，保险人不得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解除合同。对于估计危险的事实，投保人未如实告知

的，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知道该事实，不论是保险人调查所知还是投保人通知保险人其

未如实告知，保险人继续收取保险费，足以使投保人相信保险合同的有效性不受争议，保险

·０９·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２年第 ２期

〔７２〕

〔７３〕

〔７４〕

参见邹海林：《责任保险论》，第１５２页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０５）海中法民三初字第２号］（海南宏业毛纺有限公司
与香港民安保险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等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理由可以是“投保人告知义务免除论”，参见梁宇贤：《保险法新论》（修订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
１１２页。



人丧失解除合同的权利。〔７５〕

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其事实而不得解除保险合同的，发生弃权的相

对效力，即仅在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实上发生弃权的效果，保险人不

得以同一事实主张解除合同或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因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其他事

实所享有的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性的权利，不受影响。

六　小　结

保险合同的可争议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因其事关诚实信用和对价平衡原则的贯彻，保

险立法例对之进行了多方位的强制。在不同的法域，保险立法例强制保险合同约定的可争

议条款的规范内容，基本目标都是一致的，即不断地限缩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空

间。在这一过程中，可争议规范的强行法功能、法定的可争议事由、可争议期间以及可利用

的保险弃权制度，在限制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国保险法经

过２００９年的修订，可争议规范的制度结构已经相对完善。尤其是，可争议期间的制度安排，

保持了我国私法既有的除斥期间制度体系。再者，在除斥期间外，借鉴其他保险立法例的经

验引入保险弃权制度，为更加全面地限缩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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